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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1999 年开始主动请缨为物理学和相关专业本科生讲授《近代物理学前

沿选讲》课程。曾兼任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Chinese Physics Letters第一任主编，《物

理学报》、《物理学报》(海外版，现 Chinese Physics B) (1983－1999 年)主编(2000 年后改任顾问)，《理论物理

通讯》副主编等。

● 1981年至198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所长，主管理论研究。

● 1982年，作为“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主要作者之一，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1983年，出版专著《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 1987年，出版专著《输运理论》(北京，科学出版社) (与丁鄂江合著)

● 1991年，作为“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的第一作者，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 1994年，出版专著《浸润及浸润相变》(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与丁鄂江合著)

● 1995年，作为“浸润相变的研究”的第二作者，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 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 2000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同时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优秀教师。

● 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北京师范大学师德标兵、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

的十佳优秀教师。

● 2002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优秀教师。

● 2007年，出版专著《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8年，出版专著《输运理论》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与丁鄂江合著)

● 2012年7月至8月，修订出版《近代物理学前沿选讲》第四版(北京，科学出版社)。

（由黄祖洽先生长女黄萌提供）

黄祖洽院士1924年10月2日出

生于湖南省长沙市，2014 年 9 月 7

日逝世，享年90岁。

黄祖洽先生 1943 年高中毕业。

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抗日

战争胜利后，1946 年他随校北上，

选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8年 8月

毕业，之后考入清华研究院。先是

师从钱三强教授研制核乳胶，后改

随彭桓武教授研习理论物理。1950

年 8月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的题

目是《关于氟化氢分子的一个计

算》。同年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后相继改名为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原子

能研究所，现在的名称为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工作。1951年 8月，

他由中国科学院派遣去苏联科学院

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研习宇宙线物

理，因身体原因，于 1952年 8月提

前回国。1950年代的前 5年，我国

不断受到美国政府的核威胁和核讹

诈，迫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研制核

武器。在1955年1月15日的中共中

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决定建设原

子能工业。同年 4月 27日，中苏签

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核

物理研究事业以及为国民经济需要

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

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kw

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直径为

1.2m、功率为 2MeV 的回旋加速

器。1956 年 4 月毛泽东说，我们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

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

有这个东西。”在这样的国际、国

内形势下，1953年黄祖洽先生按照

怀 念 黄 祖 洽 先 生

郑绍唐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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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安排，毅然放弃自己所爱好

的研究方向，开始调研核反应堆理

论，并于 1955 年 11 月至 1956 年 6

月与彭桓武先生等一起被派遣至苏

联热工物理研究所实习，回国后转

而从事核反应堆的理论研究。

我与黄祖洽院士相识是在 1956

年。那时黄祖洽先生与彭桓武先生

等刚从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归来。

当时国内还没有人搞反应堆理论，

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正在加紧建

设，计划在1958年建成，接着就要

做零功率物理实验。为了培养一批

反应堆理论工作者，从北京大学物

理研究室(即现在的技术物理系)挑

选了十来个应届毕业生，又从其他

院校挑选了数学、工程方面的十来

个人，组建了一支从事反应堆理论

和设计工作的队伍。我就是这样被

选调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简

称原子能所)并在彭桓武和黄祖洽先

生领导下工作的。报到那天受到彭

桓武先生接待，那天恰逢中秋，彭

先生说，晚上到我家吃月饼，就在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黄祖洽先

生。黄祖洽先生那年才 31 岁。 以

后，头一年由彭桓武先生讲反应堆

理论课，黄祖洽先生间或讲上一二

堂。中间还由金星南先生讲了一段

计算数学。接着就由黄祖洽先生带

着我们做反应堆的物理计算，为重

水反应堆开堆作准备。每人计算一

种重水反应堆做零功率实验时的工

况，譬如说，固定铀棒放的方式与

根数，计算重水达到什么高度时，

反应堆就达到临界。这些工作后来

黄祖洽先生总结在《研究性重水反

应堆上临界实验的理论计算和分

析》(1960年以原子能研究所的名义

发表)文章中。当时我们都还是初出

茅庐的年轻学生，从来没有做过研

究工作。黄祖洽先生不但手把手教

我们具体的计算方法，还结合工作

教我们做科研工作的方法。譬如，

他告诉我们：工作没有做完，不要

把草稿纸扔掉。这句话听起来很平

常，但在我们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却

获益匪浅，并且受用终生。黄祖洽

先生是我的入门老师。1955年日内

瓦召开了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

际会议，发表了许多核反应堆的文

献。彭先生与黄先生就组织我们调

研这些文献，并轮流报告。通过那

段时间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核反应

堆的各种类型和它们的特性，这为

以后做反应堆选型工作打下了基

础。彭先生要求我们对各国的核反

应堆要了然于胸，做到“如数家

珍”。1958 年“大跃进”时，许多

人头脑发热，许多地区都要建造核

反应堆，叫“全民办原子能”，黄祖

洽先生领导的研究组里一下子增加

了不少人，他们是从国防科技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中选拔来

学反应堆理论的。人多的时候，黄

祖洽先生领导的研究组下面分成 4

个小组，从高校来进修的同志由我

们帮着带，组里担负的任务很重。

这期间，黄祖洽先生给我们讲授了

Davison 写的《中子迁移理论》文

章。讲了几次就被别的任务挤掉

了。紧接着，我国决定建造核潜

艇，黄祖洽先生又带领我们与二机

部二院赵仁凯先生等协作进行核动

力反应堆的选型和原则设计，同时

要配合负责重水堆运行的 101组和

负责堆物理实验的22组的工作，解

决我国重水反应堆运行中提出的各

种问题。这些工作黄祖洽先生后来

总结在《关于重水反应堆的若干物

理问题》文章里。这段时间里，黄

祖洽先生做了大量核反应堆理论

研究设计的开拓性的工作，他与

彭桓武先生一起为我国培养了第一

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这些人

以后被陆续输送到核反应堆、核武

器等研究设计单位，以后有的人

又到核电站建设单位工作，成为

那里的骨干。黄祖洽先生和彭桓

武先生是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

基者和开拓者。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

技术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

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

2012年黄祖洽先生与郑绍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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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

年，我国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等

待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当苏联向我

国提出旨在控制我国、侵犯我国主

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

的建议遭到我党中央严正拒绝后，

1959年 6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

协议，停止了对我国核武器研制的

援助，并在 1960年 8月撤走援助核

工业的 233名苏联专家，带走了重

要的图纸资料。我国从此走上了完

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发展核

武器的道路。就在苏联撕毁协议以

后，1959年下半年，在钱三强所长

直接领导下，原子能研究所在理论

研究室(四室)成立了一个 4人(郑绍

唐，吴翔，孙绍麟与陈乐山)小组，

由黄祖洽先生领导，对外说是调研

快中子反应堆，实际上是探索原子

弹的设计原理。这个组与核武器研

究所理论研究室的邓稼先、胡思

得、徐迺新等研究人员，平行开展

工作，并不定期地进行成果交流。

但原子能研究所在城外，核武器研

究所在城里，按照当时的保密规

定，核武器研究所的地址是保密

的，原子能研究所的人不能到核武

器研究所去，所以常常是在中关村

找一个地方来交流工作。这样过了

一段时间，大家感到很不方便，领

导上也为了集中力量加快掌握原子

弹技术，就在 1960 年 7 月将我们 4

个人调到了核武器研究所。

在核武器研究所全力以赴研究

设计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二

机部领导高瞻远瞩，及时部署了突

破氢弹的力量。1960年12月，二机

部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副部长做出决

定，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探索氢

弹原理。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

“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钱三强所

长负责。在“中子物理领导小组”

的领导下，在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

究室成立了一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

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代号

为“乙项任务”)，由黄祖洽先生任

组长。1961年 1月，于敏先生调入

该组，任副组长。从 1961 年年底

起，黄祖洽先生抽一半时间到核武

器研究所兼职，任理论室副主任。

从 1964年 3月起，随着核武器研究

所建制的改变，黄祖洽任理论部副

主任(后理论部改为研究所的建制，

改称副所长)。那时黄祖洽先生来回

两边跑。当时有个规定，原子能研

究所这边的工作，他可以对核武器

研究所讲；但核武器研究所的工作

不能对原子能研究所讲。所以当时

黄祖洽先生既从事和指导原子弹的

研究工作，同时又从事和指导氢弹

的研究工作，两边来回跑，任务十

分繁重，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后

来，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成功

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领导上

为了集中力量尽快突破氢弹，于

1965年 1月将这个组的 30多个人调

到核武器研究所，两股力量拧成了

一股绳。同时也把全部研究成果带

到了核武器研究所。黄祖洽先生的

组织关系也在这年 5 月转了过来。

在从 1960年底到 1965年 1月的 4年

多时间里，原子能研究所的“轻核

理论组”，在黄祖洽先生和于敏先生

的领导下，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热核

材料燃烧的应用基础问题，也对氢

弹的设计原理作了一些初步探索，

提出了几种设计思想。这段时间的

工作对加速我国氢弹的突破起了重

要作用。在氢弹试验成功十几年之

后，法国“快堆之父”万德里耶斯

访问中国时，曾向钱三强先生提过

一个问题：“中国的氢弹为什么发展

得这么快？法国原子弹比中国爆炸

得早，但中国氢弹却比法国爆炸得

早。当年戴高乐总统非常震惊和惊

讶，还批评了法国原子能总署。你

们到底有什么诀窍？”钱三强先生回

答他说：“我们在研制原子弹时，就

提前安排了氢弹原理的探索性研究

和热核材料的生产。”当然，我国氢

弹能快速突破的原因有很多，在当

时场合，钱先生也只能简单地这么

说。轻核理论组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工作，一部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子能科学技术文

献”的单行本形式内部出版，其中

有黄祖洽先生、于敏先生等写的论

文三十多篇。这些文献开始由彭桓

武先生保管，彭先生离开后，交给

黄祖洽先生保管，黄祖洽先生离开

时便交给我保管。我退休时就归了

档。在这批文献里，包含有黄祖洽

先生的重要工作的文章有：《ALU

系统中中子的增殖、慢化、扩散和

有关的问题》，《关于起反应的粒子

混合系统的运动论》，《关于轻核反

应装置中通过高能中子作媒介的链

式反应机构》，《关于轻核反应装置

中轻核的能谱和有关的问题》，《关

于高温高压热核反应系统中的中子

输运方程》等。氢弹的设计原理，

各有核国家都把它列为最高机密，

不可能在文献资料中找到。因此这

些工作都是开拓性的，从无到有完

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黄祖洽先生

的这些工作水平很高，如他推导的

考虑原子核运动的中子输运方程，

在核武器的设计工作中得到很多应

用，他的许多工作为以后年轻同志

的有关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打下了

基础。有一位中国科技大毕业的钱

选清同志，在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

中用“如获至宝”来形容他当年看

到黄祖洽先生文章时的心情，他

说：“把该(多粒子碰撞)论文翻来覆

去仔仔细细研究了几个星期，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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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谨和严密肃然起敬。”钱选清的

感受也是我们许多人的感受。我本

人后来在做氢弹爆炸中的中子能

谱研究时，也用到了黄祖洽先生

的研究成果。在他 1980 年 5 月离

开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后，他又将

一部分基础性研究成果总结在

《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 (1983 年

出版，原子能出版社) 一书中。

1985年 3月，钱三强先生在光明日

报上专门撰文推荐这本书。像钱先

生那样工作繁重的领导同志，在报

纸上写文章推介一本书，是很少

有的。

在黄祖洽先生到核武器理论研

究所兼职后，他是核武器物理研究

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与邓稼

先先生、周光召先生等领导人，以

及后来的于敏先生一起，各自分管

一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开创性地

完成了带中子的辐射流体力学方程

组的推导和确立，研究了核武器数

值模拟计算中必不可少的材料的状

态方程及中子多群参数，研究了原

子弹中点火中子源的设计和中子产

额的问题，探索研究了加强型原子

弹，分工领导了含热核材料的加强

型核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并亲自到

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向核武器的

生产、实验部门交付理论方案。这

一试验装置在 1966年 5月 9日进行

了核试验并获得成功。在探索氢弹

原理过程中，他负责一条技术途径

的试算工作，还参与了二机部一个

三线核工厂临界安全规程的研究和

制定。在氢弹原理突破后，他参与

领导多种型号核试验装置(包括氢弹

原理试验装置和第一颗空投氢弹核

试验装置)和第一代核武器的理论研

究设计工作，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力

量做出了贡献。另外，他在热测试

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还

积极建议和推动核数据研究及数据

中心的建立，这对以后的核武器研

究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他在原子

弹、氢弹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

工作，1982年，他与彭桓武先生等

科学家一起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

奖。这一奖项的题目是：“原子弹氢

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

问题”。1994年，在他 70岁生日的

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黄祖洽文集》，文集中的相当一

部分论文是以核武器研究任务为背

景的。

黄祖洽先生为我国原子弹、氢

弹设计技术的原理突破和第一代核

武器的物理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立了卓著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

当作“臭老九”，受到了不公正的对

待。黄祖洽先生也没有幸免。1969

年年底，他被下放到核武器研究院

在河南省上蔡县的“五七干校”劳

动了两年。记得在 1971 年春节过

后，那时黄祖洽先生刚从北京探亲

回到干校，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一

次他去西单外文旧书店看书，旁边

有一个年轻人在找量子力学的外文

书，看到黄祖洽先生，也许是从

黄祖洽先生谢顶了的头发上，估

摸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就向黄

祖洽先生提出来，要拜先生为

师，学习量子力学。黄祖洽先生

对他说：“我是养猪的！”。黄祖洽

先生说的并非假话，先生虽然并

不是养猪的，但是他在干校确实种

过地，盖过房，养过猪……。由于

这个故事里记载着我们这一代知识

分子的一段辛酸史，尽管时光过去

了30多年，却一直不能忘怀！

黄祖洽先生为人正直，热忱爱

国，淡泊名利，治学严谨，才思敏

捷，研究问题必刨根究底，务求甚

解，性格豁达开朗，乐观幽默，从

不迷信洋人，不迷信书本，不怕

鬼，不信邪。在把苏联当作“老大

哥”的年代，他就发现苏联给我们

的一个核反应堆数据是错的，后来

经彭桓武先生核实果然是错的。黄

先生作风务实，不图虚名，爱护后

学者。我们经常听到他说：“知识是

抓来的”，强调在实践中学习的重

要。从“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回来

后自然会忘掉很多东西，他就拿高

等数学习题一道一道地做。后来听

说他中学念书时英文字典翻破过三

本。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不久，

1950年 1月就入党的老党员，他放

弃自己的兴趣爱好，一直把服从国

家任务需要当作自己的责任，从来

没有向组织上说过二话。1959年到

1980 年，他把从 35 岁到 56 岁这一

段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奉献给

了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同时在

核物理、统计物理、中子物理等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就。黄

祖洽先生的业绩固然使人敬佩，

但他以 80 多岁高龄，仍坚持给学

生讲课，脚踏实地在科研与教学

园地里不停息地耕耘，为发展国

家的科研事业，为培育人才，默

默地做着一件件实事的精神，尤

其使人肃然起敬！

我们要学习黄祖洽院士深入实

际，献身新中国国防与科学、教育

事业的精神，学习他坚持真理、刚

直不阿的品格和严谨治学、不图虚

名的作风。

黄祖洽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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